宋朝社会的读书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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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雕版印刷的日渐普及，图书出版空前繁荣。在宋仁宗中期，实现了出版形态的转变，中国社会进入“印本时代”。宋初诸帝，听政之暇皆好读书。皇帝身先垂范地读经研史，右文抑武的政策引导以及“满朝朱贵紫，尽是读书人”的仕途诱惑，促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观念在全社会迅速传播开来。读书就等于走向富贵，宋朝人不断用勤奋与激情演绎着这个并不确定的公式。当读书成为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进而由向往演化为精神时，它就脱胎成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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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统治者基于“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需用文德致治”[1]的思想认识，“兴文教，抑武事”，[2]形成了“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国策。教育重心下移，造就了大量的读书人；出版业空前繁荣，书籍的获得变得比较容易。这一切使读书成为宋代的社会风尚。
 

雕版印刷的兴盛及印本时代的到来

　　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着“雕版印刷术的起源”争论不休，武汉大学曹之先生在《雕版印刷起源说略》一书中对关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起源的各种学术观点（“东汉说”、“晋代说”、“六朝说”、“隋代说”、“唐初说”、“唐中说”、“唐末说”、“五代说”）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且提出了“往前推溯”的探究原则。他反对把雕版印刷发明的时间同普及时间混为一谈，认为任何发明创造从产生到应用都需要一个过程，雕版印刷也不例外。笔者在欣然接受“往前推溯”这一原则的同时，感慨曹先生像许多传统的出版史学者一样，高度关注印刷技术而没有更多地关注印刷技术给出版形态带来的变化。有鉴于此，笔者将把中国出版史上“印本时代的到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加以研究。
　　在大量历史文献中，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记载常常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即冯道)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3]当代学者李彬称赞：“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此所做的概括，还是比较合实际的。”[4]其实沈氏之说前半截符合实际，后半截“皆为版本”肯定不对。遗憾的是此种观点得到一些出版史学者的高调附和。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田建平先生在《中国古代出版传播方式及其价值》一文中提出：“唐末五代雕版印刷出版占据主导地位。”[5]
　　雕版印刷是传播媒介的革命，它使书籍出版告别了抄写时代，具有了近代出版的指向，对士人的读书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代文豪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写道：“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6]苏轼此文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十一月，文中所言之“近岁”，是指宋仁宗至宋神宗这一雕版印刷迅猛发展、学术空前繁荣的时期。
　　景德二年（1005），虽然国子监祭酒邢昺（932-1010）就雕版印书之事向宋真宗作专题汇报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7]但印本书还远未走入士人的读书生活。苏轼的祖父苏序（973-1047）。虽未有机会出仕，但却颇有学养，苏轼后来曾以“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8]夸示。其实，苏序的藏书并不多，四库乃经史子集分类，概指也；并不像后世之动辄万卷，卷则是确数。关于这一点，明代学者胡应麟总结说：“魏晋以还，藏书家至寡。读《南》《北史》，但数千卷，率载其人传中。至《唐书》所载，稍稍万卷以上，而数万者尚希。宋世骤盛，叶石林辈弁山之藏，遂至十万。盖雕本始唐中叶，至宋盛行，荐绅士民有力之家，但笃好则无不可致。”[9]这段史料常被治史者引用，但笔者觉得“至宋盛行”之说过于笼统，必须作进一步的探究。
　　针对胡氏这段文字，笔者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一是胡应麟的观点并不成熟，因为他还有另外的说法：“雕本肇于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10]二是胡所提到的叶石林，即叶梦得（字少蕴，1077-1148），是北宋晚期、南宋初期著名的藏书家。
　　生活的时代比邢昺晚,比苏轼、苏辙兄弟早的欧阳修（1007-1072），童年时曾寄居随州，发现了一本雕印的《昌黎先生文集》，珍爱有加。他记载说：“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谬尤多。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后卷帙不足，今不复补者，重增其故也。”[11]欧阳修后来成为文坛盟主，有许多聚书的便利条件，所以“藏书万卷”。但他对自己少年时代拥有的第一本印本书别有一番笃深的感情，曾说：“予于此本，特以其旧物而尤惜之。”[12]
　　欧阳修所说的“今”是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从欧阳修的《李秀才东园亭记》中可以找到线索。欧阳修在该文中说，随州“独城南李氏为著姓，家多藏书，训子孙以学。予为童子，与李氏诸儿戏其家。……逆数昔时，则于今七闰矣”。《李秀才东园亭记》写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七闰”当为19年。所以，欧阳修于李家得韩文，当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根据《记旧本韩文后》中所说的“凡三十年间”推算，文中“今”时，应当在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这与苏轼所言之“近岁”，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上文征引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理出一个头绪：苏轼辈是印本时代的读书人。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雕版印书是北宋中期盛行起来的，对士人的读书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与苏轼同时代的黄庭坚在《浯溪碑》诗中说：“平生半世看墨本。”罗璧也曾说：“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便。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驰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13]
　　支持本人观点的另一有力证据是，同样是在庆历六年（1046），朝廷科举考试方面有一项重大制度出台，即试题印刷制度。尽管大中祥符五年（1012）已经开始印刷试题，但成为科举制度众多程式中的一种刚性规定，则是庆历六年的事。《宋会要辑稿》选举三《科举条制》记载：庆历六年正月二十二日，朝廷采纳了“礼部贡院请自今进士并如诸科例印所出义题”的建议。这一规定，意义非同一般。《宋会要辑稿》的另一条重要记载显示，此前不久朝廷曾特地规定：科举考试“只于国子监有印本书内出题”[14]。由此可见，印本成为书籍的主流是仁宗朝中期实现的。
　　媒介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象征，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告诉人们存在着什么样的世界。在传播学者陈力丹那里，“印刷术的发明在文字媒介的传播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打破了中古时代极少数人对信息传播的垄断，第一次造就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的契机。印刷媒体成为第一种规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触的传媒，并为启动公共教育提供了充分条件”。[15]正如元代理学家吴澄（1249-1333）所言：“宋三百年间，锓版成市，版本布满于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16]
皇帝带头读书

　　宋代史学家范祖禹在谈到北宋社会文明时说：“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主无不好学故也。”[17]尤其是宋初诸帝，皆好读书。
　　行伍出身的宋太祖不仅自己读书，而且曾设法引导武臣读书，使其了解“为治之道”[18]。太宗更是一个勤奋读书的典型，他多次对臣下说过“他无所爱，但喜读书”[19]。《麟台故事》辑本卷三记载：“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殆至宵分，手不释卷。”他“命文仲为翰林侍读，寓直禁中，以备顾问”，开启了“侍读学士”之先河。太宗每天都给自己安排有固定的读书时间：“辰巳间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20]在《太平御览》即将完成的前夕，即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太宗下诏：“日进三卷，朕当亲览。”[21]宰相宋琪等说：“穷岁短晷，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太宗却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22]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禁中读书，自巳至申始罢”[23]。有时因事耽误了读书，亦必于暇日予以追补[24]。就这样，太宗一年读了千卷书，而且读得“深味其理”[25]。据南宋蜀刻本《太平御览》卷首所引《国朝会要》记载，太宗读书时，“凡诸故事可资风教者悉记之。及延见近臣，必援引谈论，以示劝戒。”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的记载可知，太宗曾援引史传及诸子书，与臣下一起探讨“君臣之际，先要情通”[26]等有关治道的问题。太宗就是基于这种“终须以文德致治”的认识而勤奋读书的。他曾在雍熙元年（984）感慨道：“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27]
　　宋真宗读书有明确的目的，正如当朝名臣王旦所说：“陛下博观载籍，非惟多闻广记，实皆取其规鉴。谈经典必稽其道，语史籍必穷其事，论为君必究其治乱，言为臣必志其邪正。”[28]《玉海》卷五四记载了真宗审阅《册府元龟》初稿的情况：“景德四年(1007）十月癸亥，上谓辅臣曰：‘朕每因暇日阅《君臣事迹》（《册府元龟》的原名）草本，遇事简，则从容省览；事多，或至夜漏二鼓乃终卷。’”真宗自己曾说：“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简编，素所耽玩。古圣奥旨，有未晓处，不免废忘。”[29] 

　　真宗之所以能在百忙之中手不释卷，甚至废寝忘食，他本人的解释是：“朕听政之暇，唯文史是乐。讲论经艺，以日系时，宁有倦耶？”[30]
　　太宗、真宗对皇子皇孙诸王的读书也非常关心。太平兴国四年(979），“初置皇子侍读，以左赞善大夫杨可法为之”。[31]太平兴国八年(983），“诸王及皇子府初置谘仪、翌善、侍讲等官，以户部员外郎王遹、著作佐郎姚坦、国子监博士邢昺等十人为之”。[32]雍熙二年(985）五月辛未，以观城毕士安等四人为诸王府记事参军，太宗勉励他们说：“诸子长于宫廷，未闻世务，必资良臣贤士赞导为善，使日闻忠孝之美。卿等谨恪有行，故兹遴选，宜各勉之。”[33]至道元年(995）正月，“始命司门员外郎开封孙蠙为皇侄皇孙教授”[34]。而这些侍读、翌善等官，也都能尽职尽责。比如雍熙四年(987）八月，邢昺献《分门礼选》20卷，太宗对其中《文王世子》篇甚为满意，因向内侍问道：“昺为诸王讲说，曾及此乎？”内侍答称：“诸王常时访昺经义，昺每至发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复陈之。”太宗为此“赐昺器币”[35]。再如，姚坦为益王(太宗第五子元杰)府翌善，益王每有过失，姚坦即尽言规正，因此引起益王不满，“左右乃教王称疾不朝”。后来太宗查明真相，安慰姚坦道：“卿居王宫，为群小所嫉，大为不易。卿但能如此，不患谗言，朕必不听也。”[36]对那些辅导无状的侍讲等，则加以责贬。许王(太宗次子元僖)府谘议、工部郎中赵令图，侍讲、库部员外郎阎象，就因辅导无状，免所居官，仍削两任。[37]
　　真宗十分关心对官僚子弟的教育。咸平四年(1001），冯拯等人上言：“请令群臣子弟奏补京官或出身者，并试读一经，写家状，以精熟为合格。”[38]大中祥符二年(1009）四月诏曰：“应以门资授京官年二十五已上求差使者，当令于国学听习经书，以二年为限，仍令审官院与判监官考试讫，以名闻。是秋当引对者九人，大理评事钱象中、奉礼郎陈宗纪以学业未精，令且习读，俟次年引对。”[39]大中祥符三年七月，真宗又下诏：“南宫、北宅大将军已下，各赴书院讲读经史。诸子十岁已上，并须入学，每日授经书，至午后乃罢。仍委侍教教授、伴读官诱劝，无令废惰。”[40]真宗还写有《劝学诗》（见《绘园解人颐》卷一）号召士人读书做官：“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在统治者的诱引下，读书就等于走向富贵，宋朝人不断用勤奋与激情演绎着这个并不确定的公式。
勤学苦读成世风

　　在宋代，朝廷用人很看重学历。史载，陈师道（1053-1102）少学文于曾巩：然无意仕进，巩荐其修史，以布衣未用。元祐初由苏轼荐为徐州教授，后又为颍州教授，但又在绍圣初遭到“论其进用非由科第”而罢归。
　　“优待文士”[41]的政策引导和“满朝朱贵紫，尽是读书人”[42]的仕途诱惑，以及皇帝身先垂范地读经研史，促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观念在全社会迅速传播开来。在许多地方，人们视读书为要务。在吴郡，“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者，莫不耻焉”[43]。江西饶州“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与其子与夫不学为辱”[44]。福建居民更是“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45]。南宋后期福州已是“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里巷”[46]。有的商人向往读书，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据《宋史》记载，许骧的父亲许唐，先为商人，“尝拥高赀于汴、洛间，见进士缀行而出，窃叹曰：‘生子当令如此。’因不复行贾，卜居睢阳，娶李氏女，生骧，风骨异秀。唐曰：成吾志矣。郡人戚同文，以经术聚徒，唐携骧诣之，且曰：唐顷者不辞，父母死，有余恨，今拜先生，即吾父也。又自念不学，思教子以兴宗绪。此子虽幼，愿先生成之。”许骧不负父望，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为官。[47]
　　当一种向往变成精神，进而演化为美丽的传说时，它就脱胎成社会风尚。《嵩书》卷十一《灵绪篇》收录了《任生读书嵩山，拒仙女求姻》的民间故事。这个故事来源于张君房《云芨七签》，大意是讲一位任姓的书生隐居嵩山读书，一个“颜色绝代，服采异常”的仙女三番五次地向其示爱求姻，其心不为之动。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在当时弥漫于大江南北。正如晁冲之的《夜行》诗所云：“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灯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
　　范仲淹刻苦读书的事迹也为人们称道。据宋人楼钥记载，范仲淹曾在长山(今山东邹平县南)醴泉寺僧舍读书。“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数茎入少盐以之。如此者三年。”后入南都(即应天府)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粥不充，日昃始食”[48]。《宋史》本传亦有类似记载：仲淹读书“昼夜不息。冬日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这样废寝忘食，成年累月坚持不懈地寒窗苦读，既是出于“以天下家国为己任”[49]的信念，也是出于对人生境界的追求。
　　比范仲淹稍晚的王安石，嗜书成癖。宋人邵伯温记载有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试文有美者，读一过辄成诵在口，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50]邵伯温还讲了一个故事：“王荆公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韩琦)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51]王安石晚年罢相居钟山，仍嗜书不辍。
　　读书蔚然成风，书香弥漫，相互感染，往往导致某一地区名士集中涌现，形成人才高地。如今的江西在宋代更是人才辈出，精英荟萃。抚州临川(今抚州市)是晏殊、晏几道、曾巩、王安石等名儒硕彦的故乡。离抚州不远的吉州庐陵(今永丰县)北宋时出了个文坛领袖欧阳修，南宋又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离庐陵很近的吉州吉水(今吉水县)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杨万里的故乡。与抚州一衣带水的鄱阳(今波阳县)是南宋大词家姜夔的故里。抚州西北的洪州分宁(今修水县)是大文豪黄庭坚的家乡。
　　结合欧阳修的为人为文，今人赵志伟概括了中国的文人的一大特点[52]：凡在官场上受挫折了，便常把精力放到读书作文上去，所谓“穷则独善其身”。欧阳修为梅尧臣文集写序时曾说过“诗穷然后工”，意思是说诗不能使人困窘，而困窘的环境反而使诗人的作品写得更好。对欧阳修自己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他一生写了无数文章，一大部分是因不满自己遭遇而写的。苏轼在《东坡志林》里记载：有人向欧阳修讨教作文的窍门，欧阳修回答说：“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53]欧阳修常对人说：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他一辈子靠的便是“勤”。据《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记载：有人买到《醉翁亭记》手稿，手稿中第一句原本作“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最后才改定“环滁皆山也”。
　　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有人问他：“‘六一’何谓也？”他的回答是：“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一壶酒。”客人说：“是为‘五一’尔，奈何？”欧阳修笑着说：“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欧阳公事迹》里这样写道：“先公平生于物少所嗜好，虽异物奇玩，不甚爱惜，独好收蓄古文图书。集三代以来金石铭刻为一千卷，以校正史传百家讹谬之说为多。藏书一万卷，暇日惟读书，未尝释卷。”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曰：“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隽伟，怪巧瑰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54]吴充作欧阳修《行状》曰：“居三朝数十年间，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
　　读书已是宋代士人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许多人写下了优美或凄凉的读书诗。陆游读书甚多，有“书痴”之称。陆游十三四岁时读陶渊明诗，“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他写有一首诗曰：“儿时爱书百事废，饭冷胾干呼不来。一生被误终未醒，老作蠹鱼吁可哀。”陆游读书的收获很大，读书的劲头有增无减，年近八十岁时，仍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挑灯读书到半夜。其《秋夜读书》云：“门前客三千，帐下兵十万。人生可意事，随手风雨散。不如一编书，相伴过昏旦。岂惟洗贫病，亦足捍患难。老夫垂八十，岩电尚烂烂。孤灯对细字，坚坐常夜半。”[55]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说：“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56]庞大的读者群，造就了强大的图书购买力。当时，不仅有财力者聚书满屋，一般士人也纷纷购书，甚至有的人不惜为买书而举债。正如郑刚中的一首诗所云：“他人将钱买田园，尚患生财不神速。我今贷钱买僻书，方且贪多怀不足。较量缓急堪倒置，安得瓶中有储粟。自笑自笑笑我愚，笑罢顽然取书读。”[57]
　　为了把人们“从对媒介影响的麻木状态中唤醒”，当代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等著作里推翻了传播内容高于内容载体的传统认识。他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观点，强调媒介的形态比其传递的内容更重要，一种新媒介问世，不管传递了什么内容，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些变化。当图书出版在宋代成为文化传播的主流方式之后，为整个社会文化不断补充营养，文化在聚集、整合过程中得以传播、融合。书香弥漫为中国古代的新文化提供了新的生成基础。
　　作者简介：周宝荣（1964-  ），男，河南灵宝人，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编审、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化与教育传播。
　　项目来源：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FAB060229）
　　参考文献：
　　[1] 李攸.宋朝事实[M]:卷三,圣学. 北京：中华书局，1957.

　　[2]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3] 沈括.梦溪笔谈[M]:卷一八，技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

　　[4] 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年，第304页.

　　[5] 田建平.中国古代出版传播方式及其价值[J].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7(4):88-92.

　　[6] 曾枣庄.苏文汇评[M]:卷上.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

　　[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六○，景德二年五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 .

　　[8] 苏轼.东坡全集[M]:卷八,答任师中家汉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9] 胡应麟.经籍会通[M]:卷四.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10]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M]:居士外集，卷二三，记旧本韩文后.四部丛刊本，缩印二次印本.

　　[12]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M]:居士外集，卷二三，记旧本韩文后.四部丛刊本，缩印二次印本.

　　[13] 罗璧.识遗[M]:卷一，成书得书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4] 徐松.宋会要辑稿[Z]:选举三之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57.

　　[15] 陈力丹.传播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27页.

　　[16] 吴澄.草庐吴文正公全集[M]:卷二七，清乾隆五十一年万氏刻本。
　　[17] 范祖禹.帝学[M]:卷八.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2 .

　　[1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三，建隆三年二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1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三二，淳化二年闰二月戊寅.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2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二五，雍熙元年十月.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2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2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2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戊申.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24] 王闢之.渑水燕谈录[M]: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1.

　　[2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三四，淳化四年闰十月己亥.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2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M]: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2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二五，雍熙元年正月壬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2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己亥.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 .

　　[29]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0]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二○，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丁亥.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3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三月己巳.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33]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卷九，诸王事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3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三七，至道元年正月.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3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二八，雍熙四年八月己酉.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3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三五，淳化五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37]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卷九，诸王事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3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四八，咸平四年二月壬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3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壬子.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4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七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 .

　　[41] 陆游.老学庵笔记[M]:卷六.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42] 张端义.贵耳集[M]: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

　　[43] 范成大.吴郡志[M]:卷四，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44] 洪迈. 容斋随笔[M]:四笔，卷五，饶州风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5] 脱脱.宋史[M]:卷八九，地理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

　　[46]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M]：卷四○，土俗类二.宋元地方志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

　　[47] 脱脱.宋史[M]:卷二七七，许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48]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M]:附，四明丛书·范文正公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

　　[49] 脱脱.宋史[M]:卷三一四，范仲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50]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卷一一.丛书集成初编本 .

　　[51]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卷九.丛书集成初编本 .

　　[52] 赵志伟.书声琅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第130-132页.

　　[53] 苏轼.东坡志林[M]: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

　　[54]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卷八六.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

　　[55] 陆游.剑南诗稿[M]:卷四七，秋夜读书.北京：中华书局，1976.

　　[56] 洪迈.容斋随笔[M]:四笔，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7] 郑刚中.北山文集[M]:卷二，自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